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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05—2011 年埃及农产品市场化问题刍议

———以棉花的种植和销售为例

刘志华

(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,天津300072)

摘 要 采用历史分析法,以棉花的种植和销售为例,对1805-2011年埃及农产品市场化问题进行梳理。

研究发现:1805-1952年欧洲市场的棉花需求,其他地区特别是美国的棉花出口,世界市场的棉价波动,直接影

响埃及棉花的种植和出口;现代化与殖民化错综交织,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对立统一,构成1805-1952年埃及

农产品市场化的重要特征;1952-2011年埃及播种结构与农产品贸易结构出现巨变;棉花产业日益没落和园艺

产品渐趋重要,现代化与自主性相互强化,构成农产品市场化的鲜明特征。由此得出结论:农产品市场化系埃及

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,而棉花种植与出口构成农产品市场化的重中之重;埃及农产品市场化存在明显的阶段

性,在各阶段农业剩余和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也有所不同;政府政策、经营主体和国际市场是影响埃及农

产品市场化的三大因素;农产品市场化与政治制度和国家主权关系密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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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指出,传统社会分工不明,
因此劳动生产率低,多为简单小生产,商品交换规模

小、不重要,人均收入停滞不前;现代社会分工较细,
因此劳动生产率高,普遍采用扩大再生产,商品交换

规模大、很重要,人均收入不断增长;经济现代化是

从第一种状态向第二种状态转变的过程[1]。正如布

莱克所言,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、生产规

模和人均收入密切相关,实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

的重要区别;而农产品市场化构成经济现代化的重

要方面。从1805年穆罕默德·阿里就任埃及总督

到2011年2月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,埃及现代化

启动并延续两个世纪。在此期间,农产品市场化系

埃及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。然而学界对埃及农产

品市场化普遍着墨不多,且各种论述大多散见于中

东史或埃及史专著之中[2-10]。
在1805年穆罕默德·阿里上台前夕,埃及农业

基本上自给自足,农产品市场化无从谈起。粮食作

物长期主导着播种结构;尽管埃及开始出口短绒棉,
但是外销棉花较少且品质低劣[2]。政治动乱和闭塞

状态成为农产品市场化的巨大障碍。阿里执掌政权

之后,农产品市场化正式启动。在拿破仑战争结束

后,欧美棉纺织业迅速复苏,棉花在欧洲市场供不应

求、价格上浮,于是阿里及其后继者开始极力提高棉

花产量并扩大棉花出口。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

50年代,欧洲市场的棉价上涨及埃及政府的产销政

策,使埃及种植结构发生巨大变化,棉花播种面积迅

速扩大,产量大幅提高;贸易结构出现突变,棉花在

出口商品中举足轻重。相比之下,1952-2011年,
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与园艺产业的发展,棉花在农业

生产和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,棉花不复

成为国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,棉纺织业则

发展较快。总体而言,埃及现代化中的农产品市场

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,在各个阶段农业剩余和农产

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也有所不同。因此,本文拟

以棉花产销为例,梳理1805-2011年埃及现代化中

的农产品市场化,探寻农产品市场化的历史线索。

  一、1805-1952年埃及的农产品市
场化

  1.埃及农产品市场化的启动和单一作物经济的

形成(1805-1882年)
(1)1805-1848年棉花种植异军突起与棉花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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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制度的盛衰。1805年穆罕默德·阿里上台后极

力推动和控制农产品市场化,以此扩大税源并强化

国家权力。起初阿里极力控制谷物的种植和贸易。
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,欧洲粮食紧缺,谷价

攀升。于是阿里着力扩大粮食生产和垄断粮食贸

易。1811-1816年阿里相继禁止几乎所有粮食的

私人交易[7]。在1821年前,埃及的播种结构并未发

生根本改变,但粮食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。同时阿

里还推广种植亚麻、橄榄、葡萄、枣椰和刺槐[11]。
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美棉纺织业迅速发展,

棉花供不应求,价格上浮。从1821年起,阿里转而

极力提高棉花产量、扩大棉花出口和强化棉花专卖。
为了提高棉花产量并促进棉花出口,阿里兴修水利、
扩大耕地面积并提高复种指数;修建公路并开凿运

河,便利农产品运输[12];强化棉花专卖,以便榨取更

多利润。一位英国观察家曾记录这一时期埃及大地

主和小农在棉花销售中的不同境遇:“如果不是迫于

帕夏的强制,农民不愿也很少会种植棉花。有钱有

势的种植者能够保护自身免受政府税吏和其他代理

人的榨取和欺骗,所以帕夏支付的棉价还比较划算;
但是贫困小农完全在政府官员的掌控之下,他们的

境遇往往非常悲惨而且遭受无情洗劫:通常他们在

所收获的棉花品质较好时才能以正常价格出售棉

花,在重量方面则受到欺骗……”[13]欧洲市场上的

棉价上涨与阿里的政策使埃及种植结构开始发生巨

变,棉花播种面积迅速扩大,产量大幅提高;贸易结

构出现突变,棉花在出口商品中举足轻重;政府通过

控制棉花生产和垄断棉花贸易攫取大量财富。
总之,穆罕默德·阿里不仅直接征税,而且直接

控制土地等生产资料,进而掌控农业生产、垄断农产

品销售特别是操纵棉花出口、并且主宰农产品加工

业。在这一时期,实行极权统治的埃及政府显然是

农业剩余的主要获得者。
然而1838年《英土商约》规定:英国商人或其代

理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购买并出口货物时,应交纳

9%内地税和3%出口税,免交其他税收;帝国废除

境内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贸易垄断制度,严禁各省总

督垄断当地各类物品的购买和运输,严惩推行垄断

制度的维齐尔和其他官吏;条约适用于包括埃及在

内的帝国各地[14]。不久,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打

败埃及,迫使阿里接受《英土商约》,埃及政府对农业

生产和农产品贸易的控制遭到削弱。
(2)1848-1882年棉花产销的急剧增长与英埃

两国的畸形贸易。在阿拔斯(1848-1854)时期,政
府财政收入减少,而财政支出增加,出现财政困难;
为此阿拔斯力图通过恢复贸易垄断制而重新控制农

业剩余,但因遭到英国阻挠而失败。政府因投资铁

路和援助奥斯曼帝国进行克里木战争而增加了财政

支出;在1840年贸易垄断制崩溃后,欧洲商人转而

通过埃及非穆斯林商人这一中介而收购小麦和棉

花,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减少;1853年克里木战争

爆发后,欧洲粮价上涨。于是1853-1854年阿拔斯

开征新税,并严禁农民在收获前出售农产品,禁止出

口谷物。然而,英国援引1838年《英土商约》和

1840年《伦敦条约》关于禁止贸易垄断制的规定,迫
使阿拔斯允许外国商人向埃及农民发放贷款,允许

粮食出口,允许公开出售政府收购的全部棉花。不

久阿拔斯的禁令形同空文[15]。在阿拔斯时期,棉花

产量和出口量继续上升。棉花产量从1850年的

36.5万堪塔尔增至1855年的52.1万堪塔尔;出口

额从1850年的230.2万埃镑增至1855年的459.1
万埃镑[16]。

1854年赛义德(1854-1863)上台,此时埃及国

债100万埃镑[17]。为弥补财政亏空,赛义德继续鼓

励种植和出口棉花。然而在美国内战爆发前的

1860年,埃及棉花出口量为5000万磅,仅相当于

1861年东印度棉花出口量的1/4和1859-1860年

美国棉花出口的1/5(1860年美国供应欧洲5/6和

英国80%的棉花[14]),大英帝国进口的棉花中不到

5%来自埃及。因此,在美国内战爆发前,埃及还远

非主要的棉花生产基地[3]。
美国内战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。在南北战争期

间,美国棉花出口急剧减少,世界棉价陡增。1859
年棉花价格为每堪塔尔12.25美元[8],1861年10
月利物浦棉价接近1860年均价的2倍,1862年10
月棉花价格又翻了一番,1863-1864年7月棉价相

当于美国内战前棉价的4倍多。大英帝国以及

1857年成立于棉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“棉花供应

协会”开始面临缺棉困境,迫切希望埃及增产棉花。
英国棉花专家和“棉花供给协会”坚信,埃及是当时

唯一最适合种植和出口棉花的地区。1861年7月

棉花供应协会秘书兼曼彻斯特棉花公司代表海伍德

在英国政府代表福布斯·沃森陪同下抵达埃及进行

考察,主动提出将帮助赛义德与种植园主扩大棉花

种植面积、提高单产并改良运输条件。海伍德离开

埃及后,棉花供应协会将改良轧棉机运至埃及,向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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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棉农派发良种,并详解播种方法。1962年夏赛义

德应邀访英,受到英国政府和棉花供应协会热情接

待。在访英期间,赛义德向曼彻斯特棉纺织厂主保

证,1863年的埃及棉花产量将超出历史最高水平

50%。赛义德在回国后立即命令大地主将1/4地产

用来种植棉花;要求在棉花去籽、净化和打包过程中

注意提高棉花品质[3]。赛义德还将棉花出口税从

10%降至1%以便鼓励出口[14]。棉花的广泛种植使

出口量从1861年的59.6万增至1863年的128.7
万堪塔尔,棉花出口产值占全部出口产值的比重从

1861年的不足40%增至1863年的约78%[3]。埃

及成为依靠棉花出口的单一作物经济国家。

1863年伊斯马仪上台。“当时正值美国内战期

间,北方封锁南方海岸,英国人的棉花供应被切断。
因此,英国人情愿不惜一切代价购买其他国家的棉

花,以便保障兰开夏郡纺织厂的供应。对埃及棉花

的旺盛需求,加速棉花出口,使埃及种棉者与政府均

获利丰厚。在棉花繁荣期间,欧洲的投资银行家主

动向伊斯马仪提供优惠贷款。”[12]。为了扩大棉花

播种面积,伊斯马仪开挖112条共8400英里水

渠[18],到1964年,下埃及扩大棉田100万费丹[8]。
棉花播种面积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棉花产量与出口

量。棉花出口量从1863年的128.7万堪塔尔增至

1865年的250.7万堪塔尔,出口产值所占比重从

1863年的不足78%增至1865年的90%以上[3]。
伴随着棉花收入的增长,1865年伊斯马仪所获税收

高达15亿皮阿斯特[3]。
然而,在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,国际棉价开

始暴跌。棉价从1864年8月的每磅30.75美元降

至10月的21美元,1865-1866年在19美元上下

浮动,1867年平均13美元并在1867年12月降至

7.75美元[14],到1870年跌至美国内战前的水平。
埃及棉田被迫缩减,产量和出口量降幅约50%[8]。
直至1879年棉花出口量才恢复至223.2万堪塔

尔[7]。
总之,1848-1882年埃及农产品贸易垄断制的

崩溃与土地的非国有化,增强了地主和国内外商人

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的影响力。在控制农业生

产方面,国内外商人向小农提供贷款与各种生产资

料,进而控制其播种结构;在控制农产品销售方面,
小农将谷物或棉花交予商人或村庄舍赫并由商人或

村庄舍赫将产品售给出口公司,地主往往种植并轧

棉,然后将轧好的棉花卖给商人、出口公司和欧洲棉

纺织厂[2]。在这一时期,埃及棉花的产量,运输条件

也有所改善,棉花出口量和占出口总值比重大大提

高。国家政权无疑是这一时期农业市场化快速发展

的重要推力,统治权力下降的埃及政府借此仍然获

取大量农业剩余;但是,流向地主阶级、高利贷者、与
欧洲和本国的商人的农业剩余呈上升趋势。

2.英国占领之后埃及单一作物经济的固化

(1882-1952年)
(1)1882-1922年棉花产销的继续扩大与单一

作物经济的固化。1876年债台高筑的伊斯马仪被

迫成立国债委员会;1878年埃及出现“欧洲人内

阁”,财政收支受到英法的双重监督;1879年英法授

意奥斯曼帝国苏丹废黜伊斯马仪;1882年英军扑灭

奥拉比起义并占领埃及。埃及棉花在英国市场的比

重上升,是英国强化对埃及的干涉并最终占领埃及

的重要原因。在美国内战期间,埃及棉花在英国市

场的地位从1854年的第15位升至1861年的第6
位,并在1865年高居第3位[14];埃及成为英国的重

要棉花产地和投资场所。在美国内战结束后,美国

棉纺织业大大发展,对棉花需求量上升,不仅导致棉

花出口减少,而且开始与英国争夺世界棉纺织品市

场。与此同时,世界其他地区棉花产量停滞不前。
这2种情形深化了英国对棉花供应的忧虑。奥拉比

起义爆发后,英国棉纺织工业担心大批农民因前往

开罗和亚历山大建造和守卫工事而无人采摘即将成

熟的棉花,摧毁埃及的棉花生产和出口,导致英国棉

花匮乏价格猛涨,打击英国的棉纺织业;制皂厂则担

心无法获得埃及的棉籽油;农场主则需要获得埃及

的棉籽饼作为肥料。工商业界对埃及棉花及其副产

品的需求促使英国占领埃及[3]。
在1882-1922年英国统治埃及时期,英国极力

提高埃及的棉花产量和出口量,力图使埃及继续成

为英国的棉花产地和棉纺织品销售市场。英国驻开

罗首任总领事克罗默宣称:“英国对埃及的政策,首
先是要求埃及向英国出口棉花,然后再进口纺织品。
因为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家,农业生产是它的首要任

务”[9]。棉花的广泛种植需要大量水源和农业劳

力;因此英国人重视兴修水利并废除徭役制度,以便

保证农业用水和劳力的供应[19]。棉花播种面积的

扩展对其他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的种植造成不利影

响。1886-1913年甘蔗、蚕豆、大麦、小麦的播种面

积普遍有所下降,而棉花播种面积却从86.6万费丹

增至170万费丹[7]。1897年8月至1912年3月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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棉花 面 积 占 耕 地 面 积 的 比 重 从 22.04% 升 至

32.62%[4]。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在19世纪末呈上

升势头,在20世纪初则迅速下降[20]。棉花出口量

在1880年为300万堪塔尔,从1890年起开始快速

稳定增长,到1914年高达737万堪塔尔[4]。1885-
1913年棉花和棉籽年出口额从987.4万埃镑增至

2967.5万埃镑[7],棉花和棉籽出口总值所占比重在

19世纪80年代超过80%,1910-1914年则超过

90%;棉布进口也相应增加[8]。英国人在提高埃及

棉花产量和出口量的同时,还强化对棉花种植和出

口的控制。在一战期间,英商所操纵的棉花委员会

和占领当局几乎控制所有棉花的种植和出口[21]。

1918年占领当局规定棉花播种面积所占比重不得超

过1/3,以便增加粮食生产,保证协约国驻军所需;同
年垄断棉花出口的外国公司以低于国际市场价50%
的价格收购棉花,棉农损失3200万镑收益[9]。

综上所述,在伊斯玛仪统治后期,英法利用埃及

政府的债务危机而强化对埃及政治和财政的干预;
到1882年,英国扑灭奥拉比革命并占领埃及。自此

之后直到1922年英国承认埃及独立,英国政府凭借

政治权力而直接操纵埃及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,
英国政府和商人攫取大部分农业剩余。

(2)1922-1952年棉花产销的跌宕起伏与本土

棉纺织业的艰难启动。1922年英国政府承认埃及

独立,1923年埃及宪法颁布,埃及进入宪政时代

(1922-1952年),在形式上取得独立,英国的控制

遭到削弱,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影响不断扩大。国际

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由此导致的棉价波动是影响埃及

棉花播种面积的首要因素。棉花播种面积所占比重

跌宕起伏,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夕最高,
达到37.53%,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1931-
1932年 最 低,降 至 20.02%[4]。这 主 要 是 由 于

1931-1933年国际棉价比20世纪20年代末下降

2/3[15]。大地主在20世纪20-30年代棉价即将下

跌之际,极力推动政府出台法令,限制他人种棉面积

或由政府购买和存储棉花,以便维持棉花价格[5]。
棉花播种面积波动与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提高,直接

决定棉花产量的变化。从1920-1924年到1950-
1954年,单位费丹棉花年产量从3.67堪塔尔升至

4.73堪塔尔[20]。棉花产量从1922年的30.2万t
增至1952年的44.6万t。埃及棉纺织业发展迅速,
使国内棉花消费量上升,而棉纺织品占进口总值的

比重大幅下降。棉纱产量从1934年的1.1万t增

至1952年的5.6万t[22]。棉纺织品占进口总值的

比重从1921年26.5%降至1952年的8.3%[23]。
棉花产量和棉纱产量是影响棉花出口量的重要因

素。棉花出口量起伏很大,从1922年的29.1万t
降到1952年的27.0万t[22]。棉花出口总值所占比

重在1910-1914年超过90%,到30年代则降至

70%[8]。尽管如此,棉花依旧是埃及对外贸易和农

业生产的支柱,棉花产值也逐渐取代地税而成为财

政收入的主要来源[5]。因此埃及经济极易受到国际

棉价波动的影响。单一出口作物的经济模式在国际

分工中居于劣势,工业化成为埃及发展民族经济的

必由之路。

1922-1952年埃及地税很低而地租很高,大土

地所有制未受触动,政府无力控制棉花产销,导致绝

大多数棉花中凝结的剩余价值主要流向地主和棉商

之手。一般来说,亟需现金的小农会在收获前以相

当于国际市场价15%~20%的价格把棉花预售给

棉商,而不太亟需现金的小农则会在收获后将棉花

以相当于国际市场价35%~40%的价格卖给棉

商[24]。在同一时期,英国对埃及的控制有所放松,
而英国在埃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不断衰落。从占

领埃及到1952年,英国在埃及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

重呈现下降趋势。埃及进口的英国商品总额占埃及

全部进口总额的比重,在1922年为34%,到1951
年降至18%;英国进口的埃及商品总额占埃及出口

商品总额的比重,在1922年为47%,到1951年降

至19%[8]。伴随着人均耕地的不断下降和政党政

治的兴起,地主阶级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化中

的地位也不断上升,这一进程直至1952年七月革命

爆发和土改法出台才宣告中断。

  二、1952-2011年埃及的农产品市
场化

  1952-2011年,棉花在埃及农业生产和农产品

贸易中的地位呈现下降趋势。

1.埃及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起伏较大

1952-2011年,埃及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浮动

较大。埃及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,单位费丹的棉

花产量从1952年的4.53增至1970年的6.25堪塔

尔,到1977年则降至5.60堪塔尔[4];到1985年恢

复至6.0堪塔尔,到2000年增至6.8堪塔尔[25];相
关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特别是农药、化肥、与种子的投

入,棉虫和旱涝等自然灾害,构成影响埃及棉花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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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产量的主要因素。

2.埃及棉花的播种面积所占比重大幅下降

1952-2011年,埃及棉花播种面积所占比重急

剧下降。1950-1954年播种面积为941.2万费丹,
其中棉花占18.8%[26]。1960年播种面积为1040
万费丹,其中棉田占190万费丹,约占18.3%[5]。

1970-1974年播种面积为1085.5万费丹,其中棉

花占14.3%;1978-1981年种植面积为1109.2万

费丹,其中棉花播种面积所占比重降至10.7%[26]。
从1985年到1992年棉花播种面积从108.1费丹降

至84万费丹,占全部播种面积的比重从9.67%降

至6.72%[27]。在20世纪90年代末仅有12%的耕

地面积实行牧草-棉花轮种[28]。2000-2011年穆

巴拉克政权往往根据国际棉花价格的波动与国内棉

纺织业的需求来确定棉花播种面积,但棉田面积依

然在低水平上徘徊。

3.棉价低位运行是棉花播种面积所占比重下降

的重要原因

在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与穆巴拉克执政初期,
棉花的国内售价主要受制于政府的规定。根据埃及

中央价格署提供的数据,1960年每堪塔尔棉花的平

均出口价和政府收购价分别为18.0和15.0埃镑,
此后棉花的平均出口价与政府收购价均呈现上升趋

势,到1970年分别为26.0和18.2埃镑[29]。1976
年皮棉平均出口价为40埃镑/t,而政府收购价仅为

22埃镑/t[30]。显然,2种价格的差距越拉越大。棉

花收购价不高导致种植效益低下。1979年戴伯拉

赫镇每费丹棉花的净收入仅有52.5埃镑(使用雇农

的土地所有者)或106.5埃镑(自营的土地所有者),
而同期每费丹牧草的净收入高达136.5埃镑,每费

丹甘蔗的平均净收入为212.4埃镑。棉花收购价过

低和由此导致的种植效益不高,迫使农户逃避政府

与合作社的规定特别是逃避种植结构的规定。上埃

及戴伯拉赫镇一位农民说:“我们为何应该早些种植

棉花呢? 棉花是政府的农作物。我们种植棉花仅仅

是因为政府与合作社官员强迫我们这样做。”农民普

遍不顾政府的命令,推迟棉花的种植日期。提前种

植棉花虽然会使棉花增产,却不利于农民增收;推迟

棉花种植日期尽管会增加棉虫害的发生几率,却能

便利牧草收割。不仅如此,由于棉花售价太低,农民

也缺乏在棉田除草施肥的积极性,而私自将合作社

分配的棉药卖到黑市,进而获取现金[24]。在20世

纪80年代初东部省拜尔比斯区的2座村庄,较为贫

困、自有地产较少、地块数目较少、牲口较少、以及居

住地距离农村自由集市较近的村民更倾向于违反政

府在控制棉花地块分配方面的法规[31-32]。穆巴拉克

执政初期延续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农产品价格政

策,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放宽对农产

品的价格控制,棉花的国内售价逐渐取决于国际棉

花价格波动与国内棉纺织业需求,但农民的种棉积

极性仍然没有明显提高。

4.埃及政府对棉花种植、运输和买卖的控制直

接影响棉价水平

埃及政府的农产品价格政策与政府对农业生

产、农产品运输和农产品贸易的控制紧密相关。阿

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力图通过农业合作社而控制小

农的生产过程,农产品的运输过程,以及棉花等重要

农产品的贸易,进而转移农业剩余。
(1)控制农业生产过程。第一,控制种植结构。

农业合作社必须依据埃及农业部的行政指令而实行

2年或3年轮作制度即两圃制或三圃制[33]。轮作制

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。第二,规定种植和收获的日

期、采用的技术和储备容器。违反政府规定的种植

结构或违反政府规定的种植和收获日期者,必须为

每费丹播种面积缴纳20至50埃镑罚款[31]。第三,
提供贷款以及种子和农药等生产资料。在20世纪

70年代,政府通过合作社给予棉农和蔗农的贷款数

额差别很大。以上埃及米尼亚省戴伯拉赫镇为例,
当地农民种植1费丹棉花仅能获得17埃镑农业贷

款,而种植1费丹甘蔗却能获得45(在种植面积少

于10费丹的情况下)甚至160埃镑(在种植面积超

过10费丹的情况下)农业贷款[24]。全部棉种由政

府通过合作社售予农民。政府还向合作社提供受到

补贴的农药。从1972年起,政府开始承担棉药的一

半成本,并规定农民所承担的棉药成本上限;这就意

味着一旦棉药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,政府所承担的

棉药成本将超过50%。因此政府对棉农的农药补

贴从1974年的1920万埃镑增至1977年的3680
万埃镑;同期农民每年只须为每费丹棉花负担13埃

镑的棉药成本,其余均由政府负担[34-35]。有时政府

还组织劳力清除棉虫,这相当于变相提供免费农

药[36]。尽管如此,政府对农药的补贴数额远远不及

对棉花的隐性征税。
(2)控制农产品的运输。政府对某些基本食品

或棉花等用于出口的农产品实行定额强制运输,然
后使前者进入政府的食品补贴系统,使后者进入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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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领域。违反政府的定额强制运输规定的农民将受

到处罚。
(3)控制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贸易。从1965年

起来,政府控制下的合作社垄断棉花收购,政府迅速

取代棉商而成为主要中间人[35]。村民基本丧失成

为直接市场主体的核心权利。棉花平均出口价与政

府收购价的差额构成政府的隐性征税额。政府对出

口棉花 的 隐 性 征 税 额 和 税 率 在1974年 分 别 为

19920万埃镑和82.6%,到1976年分别为6200万

埃镑和84.0%[35]。1976年棉农以22埃镑/t的价

格将原棉卖给政府,政府以15.2埃镑/t的价格将

统购棉花售给棉纺厂,损失由政府财政承担。此后,
纺纱厂向织布厂出售的棉纱价格以及织布厂向消费

者出售的棉布价格都比较低廉,而同期国际市场上

的原棉价格为40埃镑/t[30]。因此棉农实际上在为

国营企业和消费者提供补贴。由此可见,在相当长

的时间内,政府通过生产资料与农产品的价格剪刀

差,得以隐蔽地向社员征收比直接税高得多的间接

税,使农业剩余转移支付给市民、政府机关和工业领

域。政府对棉花的统购包销 严重挫伤棉农积极

性[32],导致棉花品质持续下降[37]。棉花销售量也增

长缓慢。从1965年起合作社售出的棉花量出现下降

趋势[29]。

5.棉花产量增长乏力

1952-2011年埃及籽棉与皮棉的产量没有出

现明显增加,而且时升时降。籽棉产量在1952年为

129.8万t,到1971年升至141万t,到1976年降到

107万t,到1980年再次上升至140万t,到1990年

降至81.5万t,到1994年升至108.3万t,到1997
年降至97.7万t。皮棉产量在1952年为44.6万t,
降至1955年的33万t,升至1960年的48万t,到

1965年达52万t,1970年降至50.9万t,1976年为

40万t,然 后 升 至 1980 年 的 53 万 t[22,27,33,38]。

2007-2008年皮棉产量仅有22.5万t[39]。

6.本土棉纺织业发展迅速

1952-2011年埃及棉纺织业发展较为快速。
原棉消费量从1952年的6.8万t增至1970年的

19.0万t,到1981年达33.2万t,在1993年为33.1
万t。棉纱产量从1952年的5.6万t增至1970年

的16.5万t,1981年的23.9万t,1993年的28.2
万t[22]。棉纺织品出口总额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从

1965年的14.0%降至1970年的16.7%,1981年的

7.0%,1985年的4.9%,升至1990年的20.8%,

1995年的24.2%,继而降至2000年的10.3%[40]。

7.棉花产量增长乏力与本土棉纺织业的迅速发

展对棉花出口造成不利影响

棉花出口量在1952年为27.0万t,到1970年

降至28.5万t,此后继续下降,1981年为17.8万t,

1990年为3.9万t,1993年为1.5万t[22]。此后数

年棉花出口量仍然萎靡不振。埃及超长绒棉和长绒

棉的出口量占世界同类商品出口量的比重,从20世

纪30年代的75%降至70年代的30%~40%[6],此
后则继续下降。棉花出口总值占出口总值的比重,
从1952年的80%[41],降至1970年的49.1%,1981
年的9.1%,1985年的7.0%,1990年的7.0%,到

2000年仅有2.6%[40]。世纪之交埃及棉花出口急

剧下滑、棉花创汇大幅下降的原因在于:政府依旧控

制棉花售价以便攫取农业剩余,从而挫伤棉农的生

产积极性,迫使其种植价格控制程度较低的农作物;
进城打工和出国务工的农村劳力增加,农业劳力发

生短缺;苏丹和乌干达等国棉花种植和出口的兴起;
人造纤维的发展所引发的替代效应;等等[36]。

8.纳赛尔、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棉花产销的

受益群体不同

1952-1970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

立即着手实施土地改革,土改合作社的建立是其中

的重要环节。在纳赛尔时代,埃及地税依旧很低,实
际地租不断下降,小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受到合作

社体制的侵蚀,因此绝大多数农业剩余通过合作社

的农产品统购包销体制转化为政府的实际财政收

入,进而构成纳赛尔极权体制的重要经济基础,埃及

政府再次成为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。1970-
1981年萨达特时代,地税有所上涨、但地租上涨更

快,外国商人与本国地主对埃及乡村和农业的影响

力逐渐上升,政府对乡村和农业的控制力有所削弱

但是仍然不失为农业剩余的主要获得者。1981-
2011年穆巴拉克时代特别是自1992年96号法颁

布后,地租和地价急剧上涨,埃及地主、欧洲联盟、欧
佩克、美国政府、世界银行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埃

及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明显增强,政府不

再成为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,自由化迅速成

为农产品市场化的发展趋势。

  三、结论与启示

以棉花的种植和销售为例,对1805-2011年埃

及农产品市场化问题进行历史分析,得出如下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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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政府政策、经营主体和国际市场是两百年来

影响埃及农产品市场化启动与发展的三大因素

200年来,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成本变化和供

求关系,直接决定世界农产品价格,进而对埃及的播

种面积和作物结构、出口数额和出口种类发生传导

性影响,埃及农产品市场化正式启动。这是由于埃

及农业已在西欧国家、埃及政府和经营主体三大力

量的强力推动之下与世界经济发生对接,进而深受

世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制约。西欧国家亟需获得棉

花等农产品,埃及政府极力开拓税源进而巩固统治,
经营主体不断追逐农业利润;差异甚大的3种动机

密切结合,从而构成农产品市场化特别是出口增长

的深层社会基础。提高农业产量和满足市场需求,
成为摆在经营主体面前的首要任务。提高农业产量

的内在动力,迫使经营主体追加农业投资并改变经

营方式,以便修建水利系统、扩大耕地面积和改进农

业技术,提高土地生产率、资金生产率与劳动生产

率,最终增加农业产量;满足市场需求的外部压力,
则刺激经营主体适时调整播种结构。

然而埃及的农产品市场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,
在各阶段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有所不同。

2.1805-1952年埃及农产品的市场化:现代化

与依附化交织

在1952年前,埃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迟缓,
经济现代化主要表现在农业领域。农业依旧构成主

要的物质生产部门,但棉花逐渐取代谷物而成长为

首屈一指的农作物,棉花的出口是实现农业剩余的

主要途径。总体而言,农产品市场化特别是棉花的

种植和出口构成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。
欧洲市场的棉花需求、其他地区特别是美国的棉花

出口、世界市场上的棉价波动,直接影响埃及棉花的

种植和出口。一方面,埃及农业与世界市场的联系

日益加深,乡村的开放化程度持续提高,这是现代化

的长足进步;然而另一方面,埃及日益成为以种植和

出口棉花为主导的单一作物经济国家,逐渐沦为欧

洲的棉花产地和商品市场,农业剩余主要流向欧洲,
这意味着民族的苦痛与无奈;现代化与依附化的错

综交织,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对立统一,构成

1805-1952年埃及农产品市场化的重要特征。

3.1952-2011年埃及农产品的市场化:现代化

与自主性并存

从1952年七月革命爆发到2011年2月穆巴拉

克下台,埃及工业化取得长足进步,服务业有所发

展,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。不仅如此,
播种结构与农产品贸易结构也在政府政策、经营主

体和国际市场的三重作用下出现巨变。棉花依旧构

成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;然而棉花不仅迅速丧失在

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,而且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

出口中的地位也呈现江河日下的颓势。与棉花萎靡

不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园艺作物栽培和产品出口

自1952年以来特别是在穆巴拉克时代发展迅速,逐
渐成为农业经济的新兴增长点与实现农业剩余的主

要途径。棉花产业的日益没落和园艺产品的渐趋重

要,现代化与自主性的相互强化,构成1952年至今

埃及农产品市场化的鲜明特征。

4.农产品市场化与政治制度和国家主权关系

密切

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,埃及农产品贸易垄断制

度与极权政治具有共时性;极权政治构成农产品贸

易垄断制度的政治前提,而农产品贸易垄断制度则

成为极权政治的重要物质基础。不仅如此,农产品

贸易自由化与中央集权衰落也呈现共时性。
国家主权与农产品市场化亦存在紧密关联。农

产品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,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

决于国家主权能否得到较好的维护。由于农民的资

金积累严重不足和技术力量非常薄弱,加之农业生

产深受自然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影响,农民和农

业在市场化进程中居于劣势,亟需国家权力的保护。
在主权独立的情况下,农产品市场化无疑能够扩大

城乡交往、密切内外联系、增加财政收入;然而在主

权受到侵害时,农业财富流失、农民苦痛加深、殖民

侵略加剧和中心-边缘体系强化,则成为农产品市

场化的直接后果。
现代埃及的农产品市场化对我国农业市场化具

有诸多重要启示:第一,农产品市场化依赖相对特殊

的自然条件和规模消费的区位因素,生产大宗产品

和发展现代农业应该因地制宜,气候土壤条件适宜

地区、沿海沿边开放地区、大中城市郊区,在播种结

构和农产品贸易结构方面不要追求面面俱到进而丧

失区域特色。第二,农产品市场化耗资较大,应该通

过优惠贷款和转移支付等手段,加大对棉花或园艺

产业的融资力度,奠定这些产业发展的资金基础。
第三,棉花与园艺作物的种植技术比较复杂,而现代

园艺产业耗水较多,发展这类产业,只有继续推广农

业技术,补齐农田水利建设短板,才能提升产品品质

和产量。第四,棉花和园艺作物的采摘极其费工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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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产品不易储运,加快这类产业发展必须精心培育

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,着力改

善运输条件,促进产品加工、运输和销售。第五,农
产品市场化仰赖国内国外2种市场和2种资源,且
农产品市场化的众多环节极易受到发达国家和跨国

公司的控制,有必要在发展外向型农业的同时,继续

维护关税主权和控股能力,妥善处理与外国政府和

经营主体的关税和贸易纠纷,确保我国政府和经营

主体成为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受益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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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mercializationofEgyptianAgricultural
Productsbetween1805and2011

———ACaseStudyinGrowthandSalesofCotton

LIUZhi-hua
(CollegeofMarxism,TianjinUniversity,Tianjin,300072)

Abstract Basedonhistoricalanalysisandthecasestudyingrowthandsalesofcotton,thispaper
investigatesEgyptiancommercializ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from1805to2011.Theresultshows
thatfrom1805to1952thegrowthandexportofEgyptiancottonwasdirectlyinfluencedbythedemand
forcottoninEuropeanmarket,bytheexportofcottonfromotherregionsesp.theUSA,andbythefluc-
tuationofcottonpriceinglobalmarket.Theinterweavingofmodernizationandcolonizationaswellas
contradictionofeconomicgrowthanddevelopmentweretheimportantcharacteristicsofagricultural

products.From1952to2011,Egypt’sseedandtradestructureofagriculturalproductsbegantoshow
evidenttransformation.Thecottonindustryisgraduallycomingdownandhorticulturalproductsisbe-
comingmoreimportant,andmodernizationandindependencearemutuallystrengthening,whichconsti-
tutestheobviouscharacteristicsofEgyptiancommercializ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.Inaword,com-
mercializ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isoneofthefundamentalaspectsofeconomicmodernizationinE-
gypt,andthegrowthaswellasexportofcottonisthemainindicationofcommercializationofagricultur-
alproducts.Egyptiancommercializ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showstheobviousstage,andthereare
alsodifferentbeneficiariesineachstage.Statepolicies,agriculturalsubjectsandinternationalmarket
haveasignificantimpactonEgyptiancommercializ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.Commercializationof
agriculturalproductsiscloselyrelatedtopoliticalsystemandnationalsovereignty.

Keywords commercializa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;cotton;Egypt;modernagriculture;pro-
duce

(责任编辑:金会平)

64


